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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文学 “二京地名” 移置与南北地理观∗

王德华

内容提要　 东晋南朝文学移置二京地名现象较为普遍， 主要呈现为中原神圣的文化地理空间

移置， 类似二京的标志性的地理景观移置， 直接以前代都城 “长安” “洛阳” 代指 “建康”
的地名移置， 共三种形式。 尧舜以来对 “天下之中” 的孜孜以求， 周公土圭测影定洛阳为

“土中”， 标志着 “天下之中” 地理观的形成。 东汉定都洛邑， 进一步确立了洛阳为 “天下之

中” 的地位， 蕴含着集华夏族、 文化、 地理于一体的政权正统性的思想观念。 东晋衣冠南渡，
中国历史上华夏政权第一次被迫南迁， 造成地理与文化、 民族之间的错位， 给南迁政权合法

性自证带来地理 “失中” 的内在焦虑。 东晋南朝文学二京地名的移置， 反映了南方政权尚未

脱离中原文化中心地理观的形塑。
关键词　 东晋南朝　 二京地名　 移置　 南北地理观　 建康

文学地理观是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侧重研究人的观念对地理空间的型塑， 主要指向对

一定地理空间因政治、 权力、 文化地理因素共同形塑的社会空间、 权力空间及精神空间的隐喻探讨。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揭示的三代乃至更早的尧舜时代对 “天下之中” 的孜孜以求， 促进了黄河流域

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使中原成为后世政权合法性的神圣地理空间。 东晋南朝之前的周秦汉魏西晋

时期， 虽然朝代更迭， 但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集地理正统与文化正统为一体的王朝正统观念，
已然成为考量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面。 东晋是中原华夏族政权第一次南迁建立的王朝， 地理与文

化的错位， 使南朝政权面临着如何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作为南方文学代表的东晋南朝文学，
存在着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即大量使用二京地名， 以致形成六朝古都 “建康” 这一名称在这类文学文

本中几近缺失的状态。 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①。 古今注本大都层层因袭， 从语典与事

典的角度加以解释， 简单地等同于用典， 对于东晋南朝文学中大量移置二京地名现象所呈现的思想观

念也少有深入论述。 本文拟从二京地名移置角度， 分析 “建康” 地名二京化在东晋南朝文学中的具体

表现， 并深入探讨东晋南朝政权正统性自证在地理空间上的建构与弥合及其所呈现的南北地理观。

一　 东晋南朝文学中 “二京地名” 运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本文所说的二京地名， 其含义是宽泛的， 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指作为周秦汉魏西晋都

城的二京地名， 即长安 （酆、 镐、 咸阳） 与洛阳； 二是指二京范围内的宫殿苑囿名及所有地名； 三是

为了行文方便， 也包括以二京为中心的广义上的北方中原地区的地名。 综观东晋南朝文学中对二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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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重大项目 “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２２ＪＺＤＺ０２５） 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如王文进在 《南朝山水与长城想像》 （里仁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 一书中专设一节 “南朝士人的时空思维”， 对南朝

诗文中的二京意象进行考察， 认为反映了南朝士人大汉图腾的心理， 但是尚未从地名移置的角度加以论述， 对东晋南

朝文学中涉及的二京地名也缺少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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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运用， 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实用二京地名。 所谓实用， 就是直接使用， 指文学作品的地名与地名所指称的疆土地域之间

是一致的。 如梁武帝天监四年 （５０５） 北伐诏书中言：
门下： 周文薄伐， 实宁边患； 汉武命师， 允恢王略。 蕞尔犬羊， 陵纵日久， 宋氏云衰， 乘衅

逞暴。 海岱彭邹， 翦焉沦覆。 虽每存拯定， 雄图弗举。 齐末纠纷， 复肆奸毒， 宛叶淮肥， 仍离内

侮。 伪首恶稔， 天诛自降。 凶渠嗣虐， 险慝弥流， 残 亲党， 咀噬黔庶。 繁役系兴， 毒赋云起。
司冀余华， 中州旧族， 缀足宛头， 载离涂炭， 延首南云， 思沾王泽。 （许敬宗编， 罗国威整理 《日

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卷六六二 《梁武帝又北伐诏一首》，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２３２ 页）①

诏书的开头就用周汉故事表示北伐的合理性， 接着叙述自刘宋、 萧齐以来北方的实际情形， 中间述及

一些地名， 如海岱、 彭、 邹， 还有一些州郡地名如 “司冀余华， 中州旧族” 中 “司州” 与 “冀州”，
以及指向一定区域范围的名称如 “中州”， 体现了梁武帝对中原沦丧的现实的认识及收复中原、 实现

“总一车书， 混同禹迹” 的强烈愿望。 这种符合当时实情的地名运用， 本文称之为地名的直接使用。
也就是说直接使用中原地名， 地名指向的地域是真实的地理空间， 对东晋南朝来说， 是已经失去的故

国家园。
二是移置二京地名。 由于东晋南朝是南北分裂的时代， 南北疆域大体以淮河为界， 因而， 在历史

中形成的重要地名， 比如建康 （金陵）、 长安、 洛阳， 因疆土分裂而分属于南北政权。 但在东晋南朝

文学中却出现了一种地名移置现象， 即在文本中对已经失去的北方中原故地的地名以实际拥有的形式

加以使用， 并形成一种占有北方中原地名所代指地域的虚构或假象， 本文称为地名移置。
在东晋南朝文学中北方地名移置现象较为普遍， 但常常被人们当作文学作品中的用典。 典故中的

地名， 只是构成典故的要素之一， 并不是构成典故的关键性要素。 比如江淹 《别赋》， 为了渲染、 抒

发 “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矣” 的情感， 用了一些典故， 如 “帐饮东都， 送客金谷”②， 这里的 “东
都” 是指西汉长安都城的东都门， 金谷是指西晋都城洛阳郊外的金谷园， “东都” 与 “金谷” 也与二

京长安、 洛阳相关， 但是它们在文中只是起到了构成典故事件中发生地点的作用， 如果换成其他具有

离情别绪的典故也并不妨碍主题的表达。 这样的地名与典故的运用， 并不影响对作品的理解。 也就是

说， 典故中的地名已经和典故中的事件、 人物一起， 构成完整的内容， 而地名在运用典故的文本中并

不起到构建地理空间的作用。
但是，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移置地名往往和用典纠缠在一起， 再加上东晋南朝文学中实用与移置

二京地名的两种情况往往同时使用， 如果简单地以用典视之， 又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下面以颜延之

的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③ 一文为例， 来看看实用和移置二京地名并用的情况， 同时也可看出其与单

纯用典之不同。 颜延之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作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４３４）， 《文选》 卷四六收录。
从实用二京地名看， 序文以迁都洛阳表示收复中原的信念， 如文中言 “将徙县中宇， 张乐岱郊， 增类

帝之宫， 饬礼神之馆， 涂歌邑诵， 以望属车之尘者久矣”， 其中 “将徙县中宇， 张乐岱郊”， 李善注

曰： “言将徙都洛邑， 封禅泰山也。” 一个 “将” 字表明， “中宇” “岱郊” 是实用地名， 代表失去的

故土。 从移置二京地名来看， 文中以洛阳和长安代指当下的都城建康， 但是将二者移置于建康的含义

又有所不同。 颜序一方面以洛阳为天下之中代指刘宋居天下之中的正统地位， 如言 “有宋函夏， 帝图

宏远。 高祖以圣武定鼎， 规同造物； 皇上以叡文承历， 景属宸居”， 函夏， 李善注云 “杨雄 《河东赋》
曰： 函夏之大。 《汉书》 服虔曰： 函夏， 诸夏也”； “宸居”， 李善注云 “蔡邕曰： 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

·１５·

东晋南朝文学 “二京地名” 移置与南北地理观

①

②

③

“旧族” 原本作 “旧 ”， “ ” 应是 “族” 字之误。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 卷一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 第 ２３７ 页。
本段所引颜延之文及萧统注， 参见 《文选》 卷四六， 第 ６４５—６４７ 页。



星拱之”。 此处的 “函夏” “宸居”， 表示居天下之中， 占有中原之地。 实际上刘宋根本没有 “函夏”，
而这两种不对等的情形， 即洛阳居中与建康失中的不同的地理空间， 因将洛阳移置于建康， 从而达成

了空间上的一致。 如果我们将这里简单地视作用典， 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清楚 “有宋函夏” 这种地理乖

隔的表述。 另一方面， 颜文以长安作为当下建康的上巳游宴地点， 如言 “有诏掌故， 爰命司历。 献洛

饮之礼， 具上巳之仪。 南除辇道， 北清禁林， 左关岩隥， 右梁潮源。 略亭皋， 跨芝廛， 苑太液， 怀曾

山”。 李善在注解以上几句时， 大都是从 《上林赋》 及 《西都赋》 中找出这几句的语词来源。 如注云：
“ 《上林赋》 曰： 辇道 属。 《西都宾》 曰： 集禁林而屯聚。 …… 《上林赋》 曰： 亭皋千里， 靡不被

筑。 …… 《汉书》 有太液池。” 太液池在建章宫北， 是西汉长安具有地标性的景观。 “献洛饮之礼， 具

上巳之仪”， 貌似用典， 但是放在文本中加以考察， 这里的 “洛饮之礼” 与 “上巳之仪”， 无疑代表上

巳礼仪的正宗。 接下来的 “南除辇道， 北清禁林， 左关岩隥， 右梁潮源。 略亭皋， 跨芝廛， 苑太液，
怀曾山” 几句， 除了太液池是上林苑中的名池之外， 其余几句都是用 《上林赋》 中的语典， 以说明上

巳游宴地点指向长安。 故下文曰： “怅钧台之未临， 慨酆宫之不县。 方且排凤阙以高游， 开爵园而广

宴。” 关于这四句的用典， 李善注： “ 《左氏传》 曰： 楚子合诸侯于申， 椒举言于楚子曰： 夏启有钧台

之享， 康王有酆宫之朝。” 此出自 《左传·昭公四年》 “钧台之享”， 杜预注： “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

陂， 盖启享诸侯于此。” “酆宫之朝”， 杜预注： “酆在始平鄠县东， 有灵台， 康王于是朝诸侯。”① 李

善又注： “ 《关中记》 曰： 建章圆阙临北道， 铜凤在上， 故号凤阙。 《邺中记》 曰： 铜爵台西有爵园。”
可以看到， 这里钧台与酆宫， 凤阙与爵园， 一在酆、 镐， 一在洛、 邺， 一西一东， 表现据长安以东征

洛阳之志， 而实际上却是在建康， 故此以长安移置建康。 此四句虽然是用了典故， 但是其中的地名仍

有从长安指向洛阳的功用， 与上文 “将徙县洛邑， 张乐岱郊” 遥相呼应。
从颜序中使用的二京地名来看， 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 二京地名在一文中的使用， 其所指向的

地理空间往往具有多层含义。 以洛阳论， 文中说 “将徙县洛邑”， 洛阳既是尚未收复的故都， 同时又

移置洛阳于建康， 将洛阳居中与建康失中的地理乖隔悄然作了弥合。 因此， 序文中的洛阳既具有实际

的地理空间指向， 同时又是一种权力隐喻的神圣空间。 其二， 就洛阳、 长安与建康之间的关系来看，
颜序将东西二京共置于建康之中， 呈现出以其所需而移置二京的情形。 因汉时乐游苑在长安而此次上

巳游宴又在建康乐游苑， 故颜序将长安的地名移置于建康城中， 并以 “排凤阙以高游， 开爵园而广

宴”， 表现了据长安以收复洛阳的意向。 洛阳、 长安与建康在一篇序文中虚实参半， 建康地理信息虽未

出现， 而实际上却是此次上巳活动的主地， 即游宴的实际地理空间。 其三， 由以上分析可见， 移置地

名也可以和典故参杂并用， 但与单纯的用典不同在于， 用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情感与思想内容，
典故中的地名不占主要地位； 而移置则与此相反， 由于南北疆域分属于南北政权， 尤其是东晋南朝文

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 因二京具有神圣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 故移置二京地名往往造成与实际地理的

不符， 因而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甚至错乱。

二　 东晋南朝文学 “二京地名” 移置与建康的二京化

东晋南朝文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是当时极为普遍的一种文学现象。 东晋南朝文学中因二京地名移

置而呈现出的看似混乱的地理空间认知与思维， 在东晋南朝却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 人人皆晓的话语

表达方式。 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达成， 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二京尤其是天下之中的洛阳，
在东晋南北朝君权神授、 天人合一的政治话语中是政权正统性自证的神圣地理空间 （详后）； 二是，
建康都城大量移置了二京宫殿苑囿名， 同时在四周的山川地理形势上， 东晋南朝人也将建康与洛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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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预注， 孔颖达疏 《春秋左传正义》 卷四二，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 下册， 第 ２０３５ 页。



行比附。 建康类同于二京的氛围， 往往规约着人们创作时的地理空间感受和文学表达， 使东晋南朝文

学中的建康呈现出二京化的特色， 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学创作中：
第一， 在移置二京地名的文学文本中， 往往以二京尤其是 “天下之中” 的洛阳来替代东晋南朝地

理失中的建康， 以构建文本中政权正统性的地理空间， 即通过二京地名的运用以及叙事策略， 达成

“二京文化地理空间” 的移置。 这些文学文本往往与朝廷重大礼仪政治活动及礼制建设相关， 诸如与

南郊祀天、 都城礼制建筑、 朝贡、 北伐等相关的赋、 铭及奏疏之类的政治文书。 如司马叡于大兴元年

（３１８） 正月在江左称帝， 三月辛卯在南郊举行祭天大礼。 郭璞 《南郊赋》 对司马叡南郊祭天的场景作

了夸张性的渲染： “郊寰之内， 区域之外。 雕题卉服， 被发左带。 骏奔在坛， 不期而会。 峨峨群辟， 蚩

蚩黎庶， 翘怀圣猷， 思我王度。 事崇其简， 服尚其素。 化无不融， 万物自鼓。 振西北之绝维， 隆东南

之桡柱。 廓清紫衢， 电扫神宇。 风马桂林， 抗旌林圃。 五岳不足以题其勋， 九韶不足以赞其舞。”① 其

中东晋僻处江左的现实被 “廓清紫衢， 电扫神宇” 即收复中原所替代， 由此出现了四方来会、 八方咸

服的政治图景， 而这些是以洛阳居中的王者迹象来建构的。 郭璞的书写显然是为了突出南郊祭天的政

治内涵， 明显与事实不符， 但是这种夸饰的手法开启了东晋南朝文学移置二京地名以构建建康政权正

统性的地理空间的文学表现。 虽然建康都城经历了东晋、 宋齐及梁陈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南方统

治者以建康为中心的意图渐趋明显， 但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构建， 在东晋南朝文学中却总是

呈现出以洛阳为中心、 四方归化的王者之境。 如梁武帝天监七年 （５０８） 立神龙、 仁虎双阙于宫城门

外， 这是象征皇权的礼制建筑。 陆倕应诏作了 《石阙铭》， 《文选》 卷五六有录。 正如程章灿先生所指

出的， 《石阙铭》 歌颂了萧衍试图建立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权正统性②， 我们尚可从地名移置上来看这一

正统性自证的空间建构。 文中言 “类帝禋宗， 光有神器。 升中以祀群望， 摄袂而朝诸夏” （《文选》 卷

五六， 第 ７７３ 页）， 写的是萧衍建梁后举行郊祀天帝、 望祀名山大川的国家祭祀， 并受到 “诸夏” 朝

拜。 《礼记·礼器》 云： “因名山， 升中于天。”③ 《王制》 又云： “天子五年一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
至于岱宗， 柴而望祀山川， 觐诸侯， 问百年者就见之。”④ 可见， 这是陆倕所本。 接着 《石阙铭》 又言

“南服缓耳， 西羁反舌。 剑骑穹庐之国， 同川共穴之人， 莫不屈膝交臂， 厥角稽颡” （《文选》 卷五六，
第 ７７３ 页）， 这是对天下荒远异俗之国莫不宾服归化的书写， 与前此帝王祭天、 朝觐诸侯相结合， 显然有

着五方地理空间及中国—诸夏—四夷的大一统地理构想。 《王制》 言 “中国戎夷， 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⑤， 这是以 “中国” 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王制思想， 是 《石阙铭》 构建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模

式地理空间的知识来源。 又如封禅作为东晋南朝政权正统性自证的手段， 将洛阳移置于建康， 并以此构

建叙事空间， 仍然是文学文本构建建康中心的重要手段。 刘宋谢庄的 《舞马赋》 以及萧梁张率的 《舞马

赋》 皆是作者在吐谷浑 （河南国） 以舞马朝贡宋、 梁时的应诏之作。 《梁书·张率传》 载： “ （天监） 四

年三月， 禊饮华光殿。 其日， 河南国献舞马， 诏率赋之。”⑥ 张率 《舞马赋》 中云：
既而机事多暇， 青春未移。 时惟上巳， 美景在斯。 遵镐饮之故实， 陈洛宴之旧仪。 漕伊川而

分派， 引激水以回池。 集国良于民俊， 列树茂于皇枝。 纷高冠以连衽， 锵鸣玉而肩随。 清辇道于

上林， 肃华台之金座。 （《梁书》 ［修订本］ 卷三三 《张率传》， 第 ２ 册， 第 ５２９ 页）
如果说 “遵镐饮之故实， 陈洛宴之旧仪”， 是借用镐饮洛宴来指建康华林园中的上巳游宴的话， 那么，
与 “漕伊川而分派， 引激水以回池。 ……清辇道于上林， 肃华台之金座” 几句相联系， 其中有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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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 卷一二， 《十三经注疏》， 下册， 第 １３３８ 页。
姚思廉 《梁书》 （修订本） 卷三三 《张率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５２８ 页。



川” “上林”①， 则 “镐饮” 成为故实， 而 “洛宴” 在 “旧仪” 的基础上仍富有当下的地理空间感。 不

仅如此， 赋还借居中的洛阳来描写建康处中的地位， 如赋中言 “洎我大梁， 光有区夏， 广运自中， 员

照无外， 日入之所， 浮琛委贽， 风被之域， 越险效珍， 服乌号之骏， 豢龙之名”， “今四卫外封，
五岳内郡， 宜弘下禅之规， 增上封之训……饰中岳之绝轨， 营奉高之旧墟”②。 这些都是在以洛阳居中

的地理条件下才可能拥有的地理空间及象征意义， 在这里均被无条件地移置到了建康。 所以张率的

《舞马赋》 借吐谷浑献舞马， 将洛阳移置到建康， 描绘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宾服朝贡的天下图景。
第二， 作为游宴应制文学创作的具体场所， 建康对两汉魏晋二京皇家园林及宫殿名的沿袭、 移置，

从而造成建康类同二京的景观地理空间， 规约了作家的地理空间感及空间叙事， 使得游宴应制诗大都

表现出移置二京标志性地理景观的特色。 建康宫殿布局沿用魏晋洛阳的旧制③， 华林园与乐游苑的命

名及功用， 均与汉魏西晋二京 “故事” 有关， 这两大园林的建设及其中亭台楼阁的命名大都来自于对

汉魏西晋二京的移置。 东晋南朝的华林园， 原是东吴的旧宫苑， 东晋南渡后， 直到东晋孝武帝才更立

宫馆， 此后宋、 齐、 梁、 陈又不断修建。 华林园中建造的池台楼阁， 其中一些成为了华林园的著名地

标建筑， 如天渊池、 景阳山、 华光殿等。 洛阳的华林园始建于何时， 有不同的看法。 不管华林园起自

何时， 均可看出建康华林园在名称上沿袭了洛阳旧名。 建康华林园的功能有二： 一是作为君臣游宴的

场所， 二是听讼的地方。 梁陆云公在 《御讲般若经序》 中言： “华林园者， 盖江左以来， 后庭游宴之

所也。 自晋迄齐， 年将二百， 世属威夷， 主多奢替 （僭）， 舞堂钟肆， 等阿房之旧基， 酒池肉林， 同

朝歌之故所。”④ 由此可见， 华林园作为 “江左以来， 后庭游宴之所” 的奢靡程度。 顾祖禹言建康之华

林园 “中有天渊池， 盖彷洛阳旧制。 自晋以后， 每临华林园听讼， 为六朝故事”⑤。 华林园中重要的地

标性景观， 也来自于对洛阳华林园的移置， 如天渊 （天渊池）、 景阳山、 华光殿等。 与华林园一样，
乐游苑的名称也是沿袭西汉。 《三辅黄图》： “乐游苑， 在杜陵西北， 宣帝神爵三年春起。”⑥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载： “乐游苑， 在覆舟山南。 晋之芍药园也。 义熙中即其地筑垒以拒卢循， 因名药园

垒。 宋元嘉中辟为北苑， 更造楼观于山后， 改名乐游苑， 往往禊饮于此。”⑦ 除了华林园及乐游苑涉及

的宫殿观阁等名称外， 还有上林苑以及上林苑中的地标景观昆明池及储胥观， 此外还有建章宫及朝阳

殿等。 《景定建康志》 载杨虞部诗曰： “秦甸荒凉汉苑深， 当时白虎毙千金。 江南地窄分茅少， 也学中原

有上林。”⑧ “也学中原有上林”， 可以看作对建康宫苑及其中景观名移置二京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
据笔者统计，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及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共收录华

林园游宴应制的作家十六人， 诗二十三首、 赋三篇、 颂一篇、 序一篇； 涉及乐游苑的作家十人， 诗十

五首、 序一篇。 游宴应制场所， 是作家创作所涉及的具体而微的地理空间。 这些移置了二京名称的苑

囿宫殿， 规定制约了这些游宴应制诗文移置二京地名。 如谢朓的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 九章，
是华林园天渊池游宴诗， 其七云： “初莺命晓， 朝霞开夜。 饰陛道源， 回伊流灞。 极望天渊， 曲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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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也有上林苑。 张衡 《东京赋》 “岁惟仲冬， 大阅西园”， 薛综注： “西园， 上林苑也。” 李善注： “ 《后汉

书》 曰： 先帝左开鸿池， 右作上林苑。” （《文选》 卷三， 第 ６２ 页） 李善所引 《后汉书》 中所言 “上林苑”， 在洛阳西，
与位于洛阳东之鸿池相对。

《梁书》 （修订本） 卷三三 《张率传》， 第 ２ 册， 第 ５２８、 ５３０ 页。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６２ 页。
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 卷五三，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３２６０ 页。
顾祖禹撰， 贺次君、 施和金点校 《读史方舆纪要》 卷二〇 《南直二》，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９６５ 页。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 卷二，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４６ 页。
《读史方舆纪要》 卷二〇 《南直二》， 第 ２ 册， 第 ９６６ 页。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 卷二二， 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５６３ 页。



榭。 闲馆岩敞， 长廊水架。”① 诗中写到伊水、 灞水及华林园中的天渊，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建康华林园

及其附近是否移置了伊水与灞水， 但是伊、 灞在诗中同时出现， 与华林园及天渊池名一起， 给阅读者

带来了二京地理空间的感受， 则是非常明显的。 再如涉及华林园中景阳山、 景阳楼的游宴诗中有柳恽

的 《从武帝登景阳楼诗》， 逯钦立引 《南史》 曰： “武帝与宴， 必诏恽赋诗。 尝和帝 《登景阳楼篇》，
深见赏美， 当时咸共称传。” 其诗曰： “太液沧波起， 长杨高树秋。 翠华承汉远， 雕辇逐风游。”② 这应

是在建康城内东北华林园中的景阳楼上南北远眺写下的诗作。 太液在北邸建章宫， 长杨宫则属南第③。
因诗中用了 “太液” 及 “长杨宫” 这类二京著名的池苑宫殿名， 使诗作似写长安， 而非建康。 与 “乐
游苑” 南北相望的是上林苑， 丘迟 《九日侍宴乐游苑诗》： “上林弘敞， 离宫非一。”④ 沈约 《九日侍

宴乐游苑诗》： “上林叶下， 沧池水寒。”⑤ 虽然两首诗中均有 “九日侍宴”， 加上作者信息， 为读者预

设了建康的阅读地理空间， 但二诗中均出现了 “上林”， 又与 “乐游苑” 一起使人仿佛置身长安上林

苑中。 又如萧绎 《春别应令四首》 其一： “昆明夜月光如练， 上林朝花色如霰。 花朝月夜动春心， 谁

忍相思不相见。”⑥ 昆明池作为上林苑中的地标， 使得该诗似也在写上林苑景。
此外， 建康都城两大游宴应制场所还规约了游宴应制诗的空间叙事。 所谓空间叙事， 是指文学作

品中的地名不是偶尔出现的， 而是一种系列运用， 即作者在作品中通过地名的运用， 构成一定的地理

空间， 而且地理空间受到文学叙事具体场景与政治伦理的规约。 颜延之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李善注

引裴子野 《宋略》 曰： “文帝元嘉十一年， 三月丙申， 禊饮于乐游苑， 且祖道江夏王义恭、 衡阳王义

季。 有诏会者咸作诗， 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 （《文选》 卷四六， 第 ６４５ 页） 此次 “禊饮于乐游

苑”， 这一游宴应制场所决定了颜延之以长安乐游苑及相关地名移置到建康乐游苑的空间叙事策略。 再

如沈约 《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文选》 卷二〇有录。 天监四年， 萧衍大举北伐， 五年夏五月， 大

军北伐不利， 萧衍派吕僧珍率羽林劲勇出兵助攻梁城。 吕僧珍是梁朝的开国功臣， 出兵前梁武帝在乐

游苑为之饯行， 并命沈约作诗以赠， 可以想见梁武帝对吕僧珍的倚重。 弄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 我们

再来看看这首 《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
丹浦非乐战， 负重切君临。 我皇秉至德， 忘己用尧心。 愍兹区宇内， 鱼鸟失飞沉。 推毂二崤

岨， 扬旆九河阴。 超乘尽三属， 选士皆百金。 戎车出细柳， 饯席樽上林。 命师诛后服， 授律缓前

禽。 函 方解带， 峣武稍披襟。 伐罪芒山曲， 吊民伊水浔。 将陪告成礼， 待此未抽簪。 （《文选》
卷二〇， 第 ２９１—２９２ 页）

此诗出现了较多的北方地名， 诗中 “伐罪芒山曲， 吊民伊水浔” 二句， 何焯评点曰： “地理不必可寻，
齐梁诗皆然， 妄生穿凿则谬矣。”⑦ 一方面指出这两句诗地理解释的困难， 但另一方面又说地理不必深

究。 对于这种现象到底该如何看待？ 此诗的注解， 李善注只是解释了篇中一些语词与地名， 有些地方

与典故有关， 如前四句； 有些只是指出了语词的来源， 并不是用典， 以至读完后， 沈约在建康乐游苑

送吕僧珍北伐的信息丝毫不见。 对于诗中一系列的地名李善注并不明确， 因为这一系列的地名， 只涉

及语词的来源， 构建不了一个完整的富有象征性的地理空间让我们明白沈约这首饯行诗的叙事逻辑。
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推置于饯别的场所———乐游苑， 这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建康的乐游苑被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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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 卷三，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１４２３—１４２４ 页。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 卷八， 第 ２ 册， 第 １６７７ 页。
张敦颐撰， 张忱石点校 《六朝事迹编类》： “ 《南史》： 宋前废帝景和元年， 以东府城为未央宫， 以石头城为长

乐宫， 以北邸为建章宫， 南第为长杨宫。” （《六朝事迹编类》 卷一 《总叙门》，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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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玲辑著 《文选汇评》，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５７０ 页。



乐游苑移置替代， 并以长安和洛阳为起讫地点， 以其间的地名组成地理空间， 如以皇帝二崤推毂表示

对派遣吕僧珍出征的极度信任和倚重， 以 “扬旆九河” 代指此次北伐的最后取胜， 以长安上林苑中的

细柳喻吕僧珍军的出发地， 以函谷关、 轩辕关、 峣关与武关代指经过的重重关隘， 最后以芒山和伊水

代指吕僧珍军所到的目的地。 可以说， 沈约在此诗中建构了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叙事空间。
第三， 直接以长安、 洛阳二京地名来指称都城建康的地名的移置。 东晋南朝人们将建康与洛阳作

了山川地理形势上的比附， 构建了相似的山川地理空间， 强化了人们对建康景似洛阳的地理感受， 使

得以建康为中心的离别、 送别或归来的诗， 以及在建康附近其他游宴场所创作的唱和应制诗， 也经常

出现移置二京地名的现象。 《世说新语》 中记载的 “新亭对泣” 的故事， 周 云 “风景不殊， 正自有

山河之异”①， 这是最早将洛阳与建康比附的文学表达。 萧齐山谦之在 《丹阳记》 中言： “出建阳门，
望钟山之与覆州， 似上东门首阳之与北邙也。”② 而梁萧绎的 《丹阳尹传序》 言之更详， 萧绎从东晋南

渡、 二京失守说起， 言五马南渡至江南立都， 是上应天文、 下应地理。 从地理角度看， 建康可以说是

洛阳的翻版： “东以赤山为成皋， 南以长淮为伊洛， 北以钟山为华阜， 西以大江为黄河。”③ 建康东面

的赤山就像洛阳东面的成皋， 南面的秦淮河就如洛阳南面的伊水与洛河， 西面的长江就像洛阳西面的

黄河， 北面的钟山就如洛阳北面的邙山。 经过地理论证之后， 序中言 “既变淮海为神州， 亦即丹阳为

京尹”， 《禹贡》 云 “淮海惟扬州”， “既变淮海为神州”， 即把扬州看作中原地区， 那么丹阳尹也就成

为了 “京尹”。 所以， 下文又说 “忝莅京河”， 所谓京河， 也是指河南洛阳的所在地。 在此， 萧绎直接

把建康当洛阳了。 因而， 除了华林园与乐游苑两大游宴场所的应制诗外， 在其他一些游宴场所如钟山

等创作的以建康为中心的离别、 送别诗以及即将还建康的诗作中， 在表现回望建康之时， 都不约而同

地应用了二京地名来替代， 在这些诗中建康就是洛阳或长安， 如 ［表 １］④：

［表 １］

作者 篇名 “二京地名” 诗句 二京地名 页码

齐·谢眺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 河阳视京县。 长安、 洛阳 第 １４３０ 页

梁·沈约 《登高望春诗》
登高眺京洛， 街巷何纷纷。 回首望长

安， 城阙郁盘桓。
长安、 洛阳 第 １６３３ 页

　 　 沈约 《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
洛阳繁华子， 长安轻薄儿。 ……清晨

戏伊水， 薄暮宿兰池。
长安、 洛阳 第 １６４４ 页

　 　 沈约
《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五章》
其三

南瞻储胥观， 西望昆明池。 长安 第 １６３３ 页

梁·范云 《别诗》 洛阳城东西， 长作经时别。 洛阳 第 １５５３ 页

梁·萧子晖 《应教使君春游诗》
上林看草色， 河桥望日晖。 洛阳城闭

晚， 金鞍横路归。
长安、 洛阳 第 １８８７ 页

梁·任昉 《答刘孝绰诗》 彼美洛阳子， 投我怀秋作。 洛阳 第 １５９８ 页
梁·刘孝绰 《侍宴诗》 上征切云汉， 俯眺周京洛。 洛阳 第１８２５—１８２６页
　 　 刘孝绰 《奉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 御鹤翔伊水， 策马出王田。 洛阳 第 １８２９ 页
　 　 刘孝绰 《陪徐仆射晚宴诗》 洛城虽半掩， 爱客待骊歌。 洛阳 第 １８３０ 页
　 　 刘孝绰 《太子洑落日望水诗》 欲待春江曙， 争涂向洛阳。 洛阳 第 １８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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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义庆著，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 （修订本） 卷上之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９２ 页。
李昉等 《太平御览》 卷四一 《地部六·蒋山》，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１９７ 页。
萧绎著， 陈志平、 熊清元校注 《萧绎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中册， 第 ８３４ 页。 按， 长淮指秦淮

河， 而非淮河， 参见 《汉书·地理志》、 左思 《吴都赋》 刘渊林注。
表中页码， 据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续表

作者 篇名 “二京地名” 诗句 二京地名 页码

　 　 刘孝绰 《归沐呈任中丞昉诗》 壮哉宛洛地， 佳丽实皇居。 洛阳 第 １８３５ 页

　 　 刘孝绰 《报王永兴观田诗》 闲居伊洛滨， 顾已惭困地 洛阳 第 １８３８ 页

梁·刘孝威 《出新林诗》
芒山眡洛邑， 函谷望秦京。 遥分承露

掌， 远见长安城。
长安、 洛阳 第 １８７７ 页

　 　 刘孝威 《奉和简文帝太子应令诗》 延贤博望苑， 视膳长安城。 长安 第 １８７５ 页

梁·萧纲 《和武帝宴诗二首》 豫游戏马馆， 教战昆明池。 长安 第 １９３０ 页

　 　 萧纲 《游人诗》 游戏长杨苑， 携手云台间 长安、 洛阳 第 １９７１ 页

梁·王僧孺 《赠顾仓曹诗》 洛阳十二门， 楼阙似西昆。 洛阳 第 １７６３ 页

梁·庾肩吾 《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 南瞻通灞岸， 北眺指横芒。 长安、 洛阳 第 １９８７ 页

梁·萧绎 《自江洲还入石头诗》
鼓枻浮大川， 遥睇雒城观。 雒城何郁

郁， 杳与云霄半。
洛阳 第 ２０４９ 页

梁·鲍泉 《南苑看游者诗》 洛阳小苑地， 车马盛经过。 洛阳 第 ２０２７ 页

上列二十一首诗作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洛阳地名单出的有十一例， 长安、 洛阳同时出现在一首

诗中的有七例， 长安单出的有三例， 显然以洛阳为主， 长安为辅。 二是在这些诗句中， 作为地名出现

的二京， 具有地理指向， 但是像谢朓 “灞涘望长安， 河阳视京县” 这样具有典故背景的诗句并不多。
三是将长安、 洛阳同时移置到建康的诗有七首， 诗中将二京同时移置到建康， 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这种看似混乱的移置方式， 只能看作是建康城内移置了二京标志性景观所致， 如乐游苑和华林园就是

突出代表。 四是有六例出现指向二京的标志性景观名如储胥观、 昆明池， 或山川名如伊水、 灞水。 以

上二十一首， 从标题上看， 均是与建康有关的诗作。 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中的长安与洛阳就是建

康， 南朝诗歌中将长安与洛阳移置到建康已成为一种惯例， 为时人所认可并成为人人皆晓的一种话语

表达方式。 谢朓那首著名的诗作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开头两句 “灞涘望长安， 河阳视京县”， 历来

解释这两句都是简单地将其视作用典， 这也未尝不可， 但是联系表中诗作， 可以说谢朓在用典的同时

也运用了时人惯用的话语模式， 即移置二京地名。 同时标题有 “还望京邑”， 很明显是用 “京邑” 这

种共名泛称代指京城建康。 “京邑” 是东晋南朝用来代指建康的常用名， 在东晋之前， 就是二京的专

指， 而此诗用来代指建康， 与此诗开头两句相较， 其所达到的移置二京地名的功效是一样的①。
借二京地名来代指建康的还有梁陈文人自创乐府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据 《乐府诗集·汉横

吹曲》 载 《乐府解题》， 李延年所造的汉横吹曲二十八曲， 魏晋以来， 只传十曲， 后又有 《长安道》
《洛阳道》 等八曲， 合十八曲。 从 《乐府诗集》 著录的 “《关山月》 《洛阳道》 《长安道》” 等八曲歌辞

的作者来看， 应是由南朝人始创的。 《乐府诗集》 共著录南朝十二位诗人所作的 《洛阳道》 十八首，
南朝十位诗人所作的 《长安道》 十首， 共二十八首诗作。 梁陈建康城内有无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我们已无法考证， 但综合以下四点来看， 此长安道与洛阳道上的风景与世情应是梁陈建康城内可以具

有的： 其一， 从意象上看， 《洛阳道》 中较多的意象是大道、 青槐绿柳、 佳丽、 金门、 桐井、 徼道、
铜钩绿柳、 驰道、 陵霄阙、 铜驼、 濯龙殿、 河桥、 莫愁、 苍龙阙、 凤皇台、 双阙、 横桥、 紫陌等； 《长
安道》 意象较多的是长乐宫、 复道、 宜春殿、 绿柳、 槐路、 长楸道、 小平津等。 这些意象与地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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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晋南朝文学中也以 “京邑” “京师” “扬都” “金陵” 等代指建康。 “京邑” “京师” 在政权南迁之前就是长

安与洛阳的代称， 所以用 “京邑” “京师” 这类共名泛称代指建康， 其功用与移置二京地名是一致的。 “扬都” “金陵”
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名称或历史上的曾用名。 这些代称是造成东晋南朝文学中都城 “建康” 地名信息缺失的又一原因。
但据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京师” “京邑” “金陵” 等代指建康的次数， 远远无法与长安、 洛阳相比。



西汉长安城与东汉魏晋洛阳城中常有的景色， 大部分也是可考的建康代表性的都城建置与景观。 从诗

中出现的苍龙阙、 双阙意象看， 应是在梁武帝天监七年于建康城内起神龙与仁虎双阙之后， 所以， 《长
安道》 与 《洛阳道》 二十八首诗， 全部为梁陈人所作， 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 我们可以将 《长安

道》 《洛阳道》 与谢朓的 《入朝曲》 进行比较， 来看标题上以二京代指建康的地名移置现象。 《入朝

曲》 是谢朓 《隋王鼓吹曲十首》 中的一首， 《文选》 题为 《鼓吹曲一首》， 李善注曰： “ 《集》 云： 奉

隋王教， 作古入朝曲。” （《文选》 卷二八， 第 ４０５ 页） 《入朝曲》 就是三首颂藩德诗作之一：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渌水， 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 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

盖， 叠鼓送华辀。 献纳云台表， 功名良可收。 （《文选》 卷二八， 第 ４０５ 页）
开篇两句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点明诗作的地点即建康。 接下来 “逶迤带绿水， 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 垂杨荫御沟” 四句， 写建康皇宫附近的景色， 道路逶迤， 绿水朱楼， 连绵不断。 高楼在

驰道两旁矗立， 垂杨掩荫着皇宫的河道。 晋崔豹 《古今注·都邑》： “长安御沟， 谓之杨沟， 谓植高杨

于其上也。 一曰羊沟， 谓羊喜抵触垣墙， 故为沟以陷之。 故曰羊沟也。”① 据此认为谢 此四句描写的

是长安的景色， 也并不为错， 但是这四句写的却是金陵， 诗中的景色也为建康所有， 《六朝事迹编类》
载： “宋孝武作驰道， 自阊阖北出承明抵真 （玄） 武湖十余里， 为调马之所也。” 又引 《地志》 云：
“朱雀门孔对吴都城宣阳门， 相去六里为御道， 夹御沟植柳。 自朱雀门南渡出国门。”② 谢朓没有去过

长安， 那么只能说谢朓描写的金陵景色确实与文献上记载的长安相似， 这是导致金陵与长安景色区分

度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由此，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谢朓的这首 《入朝曲》 与梁武帝及陈后主的 《洛阳

道》。 梁武帝 《洛阳道》 开头两句 “洛阳佳丽所， 大道满春光”③， 明显地沿袭了谢朓的诗句。 陈后主

的 《洛阳道五首》 其五对 “洛阳” 的描写是： “青槐夹驰道， 御水映铜沟。 远望陵霄阙， 遥看井干

楼。”④ 也是青槐驰道， 御水铜沟， 陵霄殿与井干楼， 远望近看， 都是二京著名的楼阁景观， 与谢朓一

样突出的是自然与人文特色。 但是谢朓诗接下来的 “凝笳翼高盖， 叠鼓送华辀” 两句， 是写隋王入朝

时行用的乐歌， 凝笳与叠鼓都是军乐， 与 《鼓吹曲》 相合。 最后两句写朝后上表以诉衷情， 表达建立

功名的渴望。 其中 “献纳云台表” 之 “云台”， 用了东汉明帝将中兴功臣二十八人图画于洛阳南宫的

云台之上的典故。 《入朝曲》 和 《长安道》 《洛阳道》 三首突出了京城建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只是谢

诗中的人物是隋王及随其入京的将士， 而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中的人物则属于概念化的如佳丽、
采桑女、 游侠儿等， 或多用典故如潘安与卫玠。 这些概念化的人物足以凸显当时建康的都市气息， 再

加上建康景观的代入， 诗中所表现的建康特点还是宛然可见的。 三是， 我们再从沈约的拟乐府 《长安

有狭斜行》 来看， 在时人惯用的长安地名外却出现了少有的 “金陵”： “青槐金陵陌， 丹 贵游士。 方

骖万乘臣， 炫服千金子。 咸阳不足称， 临淄孰能拟。”⑤ 这里将 “金陵陌” 改为 “长安道”， 似乎才与

诗题 “长安有狭斜行” 一致， 但是这种 “错用” 正可看出长安与金陵的互通。 在诗人的笔下， 长安即金

陵， 金陵即长安。 虽然南朝拟乐府中的一些诗， 因受到汉魏歌辞的制约而不能断其篇中二京地名是否为

实指， 但一些篇中二京地名的运用及其所表现的景色与情感， 实与 《洛阳道》 《长安道》 中描写的风景人

情无异。 如有的运用二京地名的诗句 “仿佛洛阳道， 道远难别识”⑥ “所思暧何在？ 洛阳南陌头”⑦ “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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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直 《三辅黄图校证》 （与陈直 《弄瓦翁古籍笺证》 合刊），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１４３ 页。
《六朝事迹编类》 卷四， 第 ６７ 页； 卷二， 第 ４４ 页。
郭茂倩编 《乐府诗集》 卷二三 《横吹曲辞三》，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４９５ 页。
《乐府诗集》 卷二三 《横吹曲辞三》， 第 ２ 册， 第 ４９７ 页。
《乐府诗集》 卷三五 《相和歌辞十》， 第 ３ 册， 第 ７５４ 页。
萧纲 《临高台》， 《乐府诗集》 卷一八 《鼓吹曲辞三》， 第 ２ 册， 第 ３７８ 页。
沈约 《临高台》， 《乐府诗集》 卷一八 《鼓吹曲辞三》， 第 ２ 册， 第 ３７９ 页。



函惟帝宅， 宛雒壮皇居”① 等， 它们所描写的景色与表达的感情， 与 《洛阳道》 及 《长安道》 并无二

致。 因此可以说， 二十八首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以及一些拟乐府， 标题与诗句中出现的二京地

名， 从地名移置的角度来看， 其实所指就是建康， 只不过以 “长安” 与 “洛阳” 作为标题罢了。

三　 从 “二京地名” 移置看东晋南朝文学中的南北地理观

东晋南朝文学中移置二京地名的现象， 反映了东晋南朝文学的南北地理观尚未走出传统的政治伦

理， 即以中原为中心的融地理、 文化与民族为一体的地理观， 以及这一地理观所蕴含的 “王者必居天

下之中”② 的政权正统性的地理自证。 都邑、 都城是一个区域、 一个国家文明与形象的重要表征， 在

人类早期国家形成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尚书》 《逸周书》 《史记·周本纪》 等， 都记载了

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洛邑的构想， 周公、 召公在武王去世后积极营建洛邑， 以及成王在洛邑告成之

后大会诸侯于成周的过程。 清华简 《保训》 把成王营定洛邑看作是对周文王 “寻中” 思想的实践。 而

这一思想又来源于商代上甲微 “追中” 及虞舜时代 “求中” 的历史记忆③， 至周公土圭测影定中， 则

标志着以洛阳为中心的 “天下之中” 的地理观的形成。 西汉继秦之后， 刘邦以 “地险” 择都长安，
“地险” 与 “文德” 成为后世评价二京的两个重要维度。 《汉书》 记载了翼奉迁都洛阳的建议， 直到光

武革命， 才定鼎洛阳。 经过东汉前期三朝的努力， 洛阳已成为集民族、 文化和地理于一体的都城， 标

志着以洛阳为 “天下之中” 的地理观在东汉的真正确立。 东汉定鼎洛阳， 是上承周公土圭测影定洛阳

为 “土中” 的政治实践， 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正统性的自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的地理观， 包含着丰富的地理、 文化与政治内涵， 《周礼·地官·大司徒》

云： “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 谓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 四时之所交也， 风雨之所会也， 阴阳之所和

也。 然则百物阜安， 乃建王国焉， 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树之。”④ 这里有对 “地中” 的自然地理、 政治

地理及文化地理的综合认知。 首先， 从天文上说， 尧舜三代不断地寻中、 求中、 定中， 这种对 “地
中” 的追求， 居于首位的心理诉求是天文中心， 在空间上将天上的 “北辰” 与地上的 “地中” 进行天

地对接， 从而完成 “地中” 所享有的 “譬若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 的政权神圣空间的建构， 用

君权神授及对天的信仰来论证人间政权居中的正统性； 其次， 从人事上看， “地中” 的观念达成了如

周公所言 “此天下之中， 四方入贡道里均”⑥ 的人文与地理的和谐关系。 因而， 在传统政治文化语境

中， 北方中原为尧舜三代择居而都之地， 是华夏礼乐文明诞生之地。 地理、 文化与民族三位一体的王

朝政权的王者之境， 演化为东晋南北朝正统性自证的三个极其重要的维度， 而其中的地理占据了重要

地位， 也是华夏族政权正统性自证的关键要素。
东晋衣冠南渡， 中国历史上华夏政权第一次被迫南迁， 地理与民族、 文化上的错位， 给南迁政权

带来的阵痛是巨大的⑦。 东晋南朝文学中二京地名的移置， 恰恰反映了东晋南朝政权对地理与文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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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见 《帝王所居篇》，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 卷二， 第 ３ 册， 第 ２４７５ 页。
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卷一九 《大略》，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 下册， 第 ４８５ 页。
参见冯时 《文明以止： 上古的天文、 思想与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６８—２０８ 页。
郑玄注，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卷一〇， 《十三经注疏》， 上册， 第 ７０４ 页。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论语注疏》 卷二 《为政》， 《十三经注疏》， 下册， 第 ２４６１ 页。
司马迁 《史记》 卷四 《周本纪》，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１３３ 页。
或许有读者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 认为在北魏迁都之前南方在正统性资源上占有优势， 意指民族、 文

化、 地理， 三居其二。 因此，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 “地理失中” 的建康并不能造成南迁政权的正统焦虑。 但这种推断

忽视了北方中原文化中心所包含的集民族、 文化、 地理为一体的思想观念对南迁政权地理观的形塑， 以及给东晋南朝

政权正统性自证带来的 “地理失中” 的内在焦虑。



位的弥合， 以移置、 占有二京地名的方式表现对二京地名所指向的疆域的拥有。 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南

朝文学中表现出的对北方中原合地理、 文化与民族于一体的政权正统性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 诚如

东晋桓温奏请还都洛阳的疏中所言： “夫先王经始， 玄圣宅心， 画为九州， 制为九服， 贵中区而内诸

夏， 诚以晷度自中， 霜露惟均， 冠冕万国， 朝宗四海故也。”① 在南朝， 虽然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

观念也受到来自佛教的挑战②， 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始终没有受到根本动摇， 正如葛兆光先

生所说， 虽然中古中国来自佛教、 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但由于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

境和知识背景， 最终并没有实现 “天崩地裂” 的思想史巨变③。 从南北地理观上说， 东晋衣冠南渡后

的北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原地理空间的传统认知， 他们反而运用这种传统的神圣地理空间， 虚

幻地实现了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权正统性的地理自证。
南方地理观是与北方中原中心相对而产生的一种地理观。 东晋南朝文学中的二京地名移置， 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北方中原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对南方地理观的规约。 建康， 春秋时称金陵， 秦始皇改为秣

陵， 孙吴时名建业， 至东晋时改为建康。 与北方二京相较， 建康在地理上始终处于劣势。 建康僻处江

南的地理劣势， 并没有因东晋南朝北方衣冠南渡而得到扭转。 如果左思 《魏都赋》 中魏国先生所言的

“正位居体者， 以中夏为喉， 不以边垂为襟也” （《文选》 卷六， 第 ９６ 页）， 代表了三国时中原曹魏乃

至西晋政权对东吴与西蜀的普遍看法； 那么， 孙权以 “郊祀当于土中， 今非其所， 于何施此” 拒绝臣

子郊祀的建议， 则反映了在政权正统性自证上， 处于 “地中” 的洛阳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并成

为南北共识。 后来孙皓 “青盖入洛阳， 以顺天命”④ 之举， 以及出使萧梁的东魏李谐对梁朝的范胥所

言 “帝王符命， 岂得与中国比隆？ 紫盖黄旗， 终于入洛”⑤， 都可看出从三国迄北朝末期， 洛阳 “地
中” 的政权正统性喻指始终没有改变。 东晋南朝的统治者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思维， 如义熙十三年

（４１７） 晋安帝在进宋公刘裕爵为王的诏书中称 “朕以不德， 遭家多难， 云雷作 《屯》， 夷羿窃命， 失

位京邑， 遂播蛮荆”⑥， 仍称当时的荆州为 “蛮荆”。 萧绎在荆州任上所作的 《示民吏》 言 “方令江汉

士， 变为邹鲁俗” （《萧绎集校注》， 上册， 第 ２７７ 页）， 可见在萧绎看来， “江汉” 与 “邹鲁” 有着风

俗的差异， 荆州是属于需要教化的地方。 东晋南朝在郊祀、 明堂、 封禅等国家祭祀礼仪的建设上， 也

有类似孙权的看法。 《宋书·礼志三》 载： “元帝中兴江南， 太兴元年， 始更立郊兆。 其制度皆太常贺

循依据汉、 晋之旧也。 三月辛卯， 帝亲郊祀， 飨配之礼， 一依武帝始郊故事。 初尚书令刁协、 国子祭

酒杜夷， 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⑦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３８７） 议明堂之制， 吏部郎王忱云： “明堂

则天象地， 仪观之大， 宜俟皇居反旧， 然后修之。”⑧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 （４５７） 刘义恭表奏孝武帝封

禅泰山， 孝武帝以 “庶仰述先志， 拓清中宇， 礼祇谒神， 朕将试哉”⑨ 拒之； 大明四年 （４６０） 有司上

《封神仪注》， 孝武帝又云 “今文轨未一， 可停此奏”�I0。 以上刁协、 杜夷、 王忱、 宋孝武帝所言， 从地

理角度看， 是建康失中不宜举行郊祀、 建明堂、 行封禅的含蓄表达， 与孙权 “郊祀当于土中”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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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 《晋书》 卷九八 《桓温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７３ 页。
参见孙英刚 《 “洛阳测影” 与 “洛州无影”： 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陈金华、 孙英刚编 《神圣空间：

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２０７—２１２ 页，
参见葛兆光 《 “周孔何以不言” ———中古佛教、 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陈寿撰，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卷四八 《吴书·孙皓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５ 册， 第 １１６８ 页。
魏收 《魏书》 卷六五 《李谐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１４６０—１４６１ 页。
沈约 《宋书》 卷二 《武帝本纪》，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４２ 页。
《宋书》 卷一六 《礼志三》， 第 ２ 册， 第 ４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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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一致。 梁武帝天监初， “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 高祖雅好礼， 因集儒学之士， 草封禅仪， 将欲行

焉”①， 则反映了梁武帝建设以建康为中心的都城来证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意向。 许懋以封禅非正经所

载， 奏议梁武帝不宜封禅国山。 许懋的观点应出自西晋袁准②， 《太平御览》 载袁准议封禅事云：
封禅之言， 唯 《周官》 有三大封之文。 齐桓公欲封禅， 闻管仲言而止。 焚燎祭天， 皆王者之

事， 非诸侯之所为也。 是以学者疑焉。 后秦一主， 汉二君， 修封禅之事， 其制为 “封土方丈余，
崇于太山之上”， 皆不见于经， 秦汉之事， 未可专。 管仲云禹禅会稽， 告天则同， 祭地不得异也。
会稽而可禅， 四岳皆可封也。 夫洛阳者， 天地之所合； 嵩高者， 六合之中也。 今处天地之中， 而

告于嵩高可也。 奚必于太山？ （《太平御览》 卷五三六 《礼仪部一五·封禅》， 第 ３ 册， 第 ２４３４ 页）
袁准认为正经 《周官》 只有天子祭天大礼的记载， 秦汉封禅礼仪， 皆不见于正经。 对 “禹禅会稽”，
袁准认为是不可能的。 其一， “会稽而可禅， 四岳皆可封也”； 其二， “夫洛阳者， 天地之所合； 嵩高

者， 六合之中也。 今处天地之中， 而告于嵩高可也”， 即出于对洛阳及嵩山处于地中地位的维护。 而许

懋之言， 也是据正经不载封禅之礼为前提， 既然封禅泰山非正经所载， 封禅国山更是无稽之谈， 其中

体现的是依据儒家正典以行事的正统观念。 在议封禅事上， 许懋继承了袁准宜在 “地中” 洛阳及嵩山

进行封禅的观点。
由此， 我们反观建康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二京化现象， 就不是简单地从王权礼仪制度层面的承继

所能解释清楚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建康城中移置的前朝二京建筑景观名， 决不只是文中提到的几

处。 萧绎 《玄览赋》 云： “详夫皇王爰处， 本无定所； 尧都平阳， 舜在冀方， 玄王居亳， 成周卜洛。
故知黄旗紫盖， 域中为大。 天地之所合， 风雨之所会。 荫美气之葱葱， 浮卿云之霭霭。 耸梁山而成阙，
萦长淮而似带。 昔者甘泉、 晖章， 平乐、 未央， 凌霄、 飞雨， 麒麟、 凤凰， 九华、 仁寿， 百福、 明光，
玉阶紫闱， 雕柱锦墙， 木兰为栋， 文杏为梁。 温台冬燠， 秋窗夏凉。 甲乙之帐， 庚辛之方。 未有祇园

之右， 齐之仁寿， 用拟舟航， 长为称首。 日殿月宫， 金池珠丛； 七重迢递， 千柱玲珑。 虹桥左跨， 雁

苑南通。 紫绀之堂临水， 青莲之台带风。” （《萧绎集校注》， 上册， 第 ６８ 页）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

晋南朝宫殿苑囿的状况， 说明梁朝建康城内除了佛寺等景观外， 宫殿基本上袭用两汉魏晋的旧名。 置

身在这些与二京基本相同的景观场所中， 不能不使人产生 “青山表里， 景似洛阳”③ 的感受。 近来学

界对中国中古都城的研究， 都极其关注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规划与建设， 并与北魏洛阳相比较， 认为

“东晋南朝在继承汉魏晋洛阳宫殿名称、 形态、 位置的同时， 依据 《周礼》 等儒家经典对宫殿区的建

筑群大兴修缮， 创造出了足以与华北宫殿相媲美的古典的、 华丽的都城。 这一意图尤其鲜明地体现了

梁武帝改造建康的指向， 即与北魏孝文帝的洛阳城相对抗”， “南北对峙的这两座城， 是南北朝政权为

了追求唯一存在的正统性， 试图营造出超越对方的宫殿而煞费苦心的结果”④， 将东晋南朝建康城的二

京化看作是南北政权对峙而相互争正统的表现。 而这背后透露出的正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正

统心理， 反映了东晋南朝仍未走出建康地理失中的地理观。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更能反映出生活与社会的本质。 就本文所归纳的

东晋南朝文学中二京地名的两种运用方式， 其实均与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版图的来源和历史记忆密切

相关。 首先， 从实用二京地名来看， 这类运用方式主要表现在与收复中原的北伐相关的诗文尤其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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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文学 “二京地名” 移置与南北地理观

①

②

③

④

《梁书》 （修订本） 卷四〇 《许懋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３７—６３８ 页。
《晋书·礼志》 载 “及武帝平吴， 混一区宇，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 （《晋书》 卷三一 《礼下》， 第 ３ 册， 第 ６５５

页）， 尚书令卫瓘等奏请晋武帝封禅泰山， 武帝未允。 许懋奏议中也提到 “晋武泰始中欲封禅， 乃至太康议犹不定， 竟

不果行” （《梁书》 ［修订本］ 卷五四 《许懋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３９ 页）。 袁准为西晋初人， 著有 《袁子正论》。
马光祖 《进 〈建康志〉 表》， 《景定建康志》， 第 １ 册， 第 ５ 页。
妹尾达彦著， 郭雪妮译 《帝都的风景、 风景的帝都———建康·大兴·洛阳》， 《神圣空间： 中古宗教中的空间

因素》， 第 ６４—６５ 页。



书及章表奏记等政治文书之中， 这固然与东晋南朝人思念北方故土的家国情怀有关， 但也与所要收复

的中原乃正统之所在的地理观念有关。 其次， 从移置二京地名来看，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应该创作于梁武帝天监七年起神龙与仁虎二阙之后①。 天监七年前后， 正是梁武帝大建

建康城之时， 也是建康城进入发展繁荣的时期。 梁武帝一方面以建康为中心加强都城王权礼制的建设，
另一方面梁代又自创以二京直接命名的乐府 《长安道》 与 《洛阳道》。 诸诗中流溢出的建康的生活气

息与建康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礼制建筑， 恰反映了这种书写背后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南朝梁陈人并不忌

讳在笔下书写长安、 洛阳，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向北人展示以二京为主的北方中原地区原本是南渡

汉族政权所有， 不会因为被北方少数民族占领而放弃， 甚至用 “长安道” “洛阳道” 之名自创乐府，
就是想借音乐的力量使之流布。 胡阿祥在谈到三国东晋南朝正统问题时说： “以三国论， 曹魏拥有地理

的正统， 蜀汉拥有文化的正统， 孙吴则依附于蜀汉的正统； 由此， 蜀汉、 孙吴通过大量的遥领、 虚封，
以求弥补地理正统的缺陷， 而曹魏之不乏遥领、 虚封， 则意在显示统一天下的志向与对蜀汉、 孙吴政

权的否定。 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 正统问题与胡汉之民族问题、 文化问题牵扯在了一起， 于是显得

更为关键。 以东晋南朝论， 正是出于弥补失去的地理正统的考虑， 才广泛设置侨州郡县， 而遥领与虚

封， 同样具有表明规复失地之决心或者自慰正统地位的作用。”② 胡先生虽然说的是东晋南朝遥领、 虚

封、 侨州郡县背后南北争统的政治内涵， 但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建设上移置前代二京

苑囿宫殿名的现象。 南朝虽然建立起以建康为中心的都城， 但实际上仍然通过地名的占有来表现对现

实中失去其地的政治权力的拥有。 可以说， 建立富有二京特色的建康城， 反映了南朝统治者通过地名

移置进行文化自证， 再造集民族、 地理、 文化于一体的正统政权。 隋灭陈后， 隋文帝 “诏建康城邑宫

室， 并平荡耕垦”③。 隋文帝对建康采取的措施， 正是由于建康 “城邑宫室” 有过多的二京地名色彩。
隋文帝此举已不同于 “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气， 埋金镇之， 号曰 ‘金陵’”， 也不同于秦始皇因 “望气者

云： ‘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 故掘断连冈， 因改名 ‘秣陵’”④， 而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这座南方都

城的二京记忆。 可以说， 东晋南朝文学中运用二京地名的两种主要方式都反映了东晋南朝未能忘怀中

原失地， 其中移置二京地名尤能见出东晋南朝尚未走出以洛阳为 “地中” 的南北地理观念。

（附记： 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赐示宝贵意见， 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王德华， 女，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过专著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

研究》 等。

（责任编辑　 李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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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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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在 《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读陆倕 〈石阙铭〉》 一文中说： “遗憾的是， 自三国历两晋

至南朝， 象阙之制基本上阙而不讲。 三国之时， 天下纷乱， 戎马倥偬， 无暇顾及此事。 魏晋定都洛阳， 沿用东汉故都，
皆未重建象阙。 曹魏所建陵霄阙， 只不过是一座较高的宫殿而已。 西晋统一天下未久， 即遭遇大乱， 五胡乱华， 司马

氏南迁。” 东晋宋齐之间， 正如陆倕 《石阙铭》 中言 “晋氏浸弱， 宋历威夷， 礼经旧典， 寂寥无记， 鸿规盛烈， 湮没罕

称， 乃假天阙于牛头， 托远图于博望， 有欺耳目， 无补宪章” （《文选》 卷五六， 第 ７７４ 页）。
胡阿祥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３９５ 页。
司马光编著， 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卷一七七 《隋纪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版， 第 １２ 册， 第 ５５１６ 页。
参见 《景定建康志》 卷一五， 第 ２ 册， 第 ３５３、 ３４５ 页。


